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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影响繁荣的因果评估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
——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经济理论贡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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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达伦•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三位经济学家因对“制度如

何形成和影响繁荣的研究”荣获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通过实证设计和理论建模方

法，将制度决定论的研究推向新阶段。一方面，他们利用殖民地的历史自然实验，选取殖民定居

者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对实证研究进行准实验设计，解决制度影响繁荣因果评估中的制度内

生性难题，并通过对现代世界财富逆转现象的分析，揭示了制度对繁荣的因果性影响；另一方

面，他们构建动态博弈理论框架推进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突显承诺在解决社会冲突的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对国家兴衰和纷繁复杂的制度变迁现象做出不同的阐释。他们的

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制度及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理解。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存在诸多局限。虽

然他们回应了实证研究中对工具变量排他性假设和数据可靠性的质疑，但其工具变量的排他

性假设依然存有争议；另外，他们对制度变迁研究潜在地假设制度之间存在单向层级结构，对

制度体系之间的耦合缺乏考虑；等等。虽然他们在给定地理、文化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证

明了制度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没有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援引

他们的研究时，必须避免以单一的制度因素解释复杂经济系统的所有现象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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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俯瞰当今世界，富国与贫国之间经济差距悬殊。按世界银行2023年的划分标准，高收入国

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3 845美元，而低收入国家不足1 145美元。同属地球村，为什么国家之

间经济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根源何在？长久以来，这一问题成为社会经济研究的核心议题，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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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繁，代表性的流派观点有制度决定论、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制度决定论以道格拉斯•

诺斯1973年的经典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为代表，认为有效的经济组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

键因素，西方世界的兴起并非单纯由技术进步驱动，而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诺斯和托马斯，

2017）。地理决定论①以贾雷德•戴蒙德1997年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为代表，认为欧亚大

陆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农业及动植物驯化率先发展，进而发展了更先进的技术、更强大的社会组

织和政治结构，最终产生了欧亚大陆文明（戴蒙德，2022）。文化决定论②以马克斯•韦伯的名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韦伯探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的非经济因素，最早

从文化角度系统地探讨了经济发展问题，认为新教伦理造就了现代资本主义信仰，而财富则是

这种信仰的产物（韦伯，2017）。
可信的实证证据是厘清和辨别这些决定论是非对错的关键。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

中，要可信地评估制度、地理、文化以及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易事。阿西莫格鲁、约

翰逊和罗宾逊借助殖民地发展的自然实验，对制度如何影响繁荣的实证研究做准实验研究设

计，提供了制度影响繁荣的因果性实证的证据。他们的实证研究引发其对制度变迁的进一步探

究：既然制度对繁荣如此至关重要，那么为什么穷国会维持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为此，他们进

而在一系列论文中构建了动态博弈分析框架探讨制度变迁问题。他们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国

家经济发展差距根源的理解。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
称，缩小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而获奖者们已经证明了社

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归纳起来，他们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贡献：第一，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利用殖民地

的历史自然实验，对制度影响繁荣进行了两项经典的实证研究。一是巧妙地选取了殖民定居者

死亡率这一工具变量，解决了实证研究中的制度内生性难题，从而对制度影响繁荣进行了具有

可信性的因果评估实证研究（Acemoglu等，2001）；二是他们对现代世界财富格局逆转现象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了公元1500年相对富裕的国家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被贫穷国家

所超越这一逆转现象是如何发生的（阿西莫格鲁等，2007）。这两项实证研究从殖民地不同特征

出发，探讨殖民者在包容性（inclusive）与攫取性（extractive）殖民策略之间的选择，如何塑造殖

民地国家的当今制度，进而影响其经济发展。他们从宏观和长期的视角评估了制度对繁荣的因

果性影响，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微观研究一同深化了制度作用的阐释，也推动了实证经济学可信

性革命在计量史学领域的发展。

第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构建动态博弈分析框架，对制度变迁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学

视角的分析。如果制度变迁能给各方带来收益，那么为什么利益各方无法以科斯定理的方式通

过交易来实现制度变迁？为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进一步将制度分解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

度，认为这种有益制度之所以未能实现变迁，是因为政治上不可行。他们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

理论分析框架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Acemoglu和Robinson，2001），其中承诺在解

决社会冲突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样就解答了政治科斯定理在制度变迁中为何不成立的问题（阿

西莫格鲁，2016），也对国家兴衰和纷繁复杂的制度变迁现象做出了理论阐释（Acemoglu等，

2005；Acemoglu和Robinson，2008等），同时他们将社会冲突与制度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为制

度改革策略与时机选择提供了分析框架（Acemoglu和Robinson，2000a）。
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首先，他们回应了对制度影响繁荣实证研究中工具变

 ①地理决定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他在1748年《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讨论了气候如何影响生活方式和性格，进而塑造法律，最终影
响发展。地理决定论还进一步分为地理直接决定论和地理间接决定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戴蒙德的经典著作。

 ②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一些学者关注儒家文化的作用，例如余英时2004出版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讨论了传统宗教伦理
特别是新儒学对商人的影响，可算是文化决定论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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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排他性假设（Glaser等，2004）和数据可靠性（Albouy，2012）的质疑。尽管如此，定居者死亡率

这一工具变量是否满足排他性假设依然存有争议，即它无法彻底排除殖民者自身人力资本因

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对现代世界财富格局逆转的研究，间接地揭示了殖民地的悲惨历

史。财富格局逆转或许与殖民者大量定居从而建立的包容性制度有关，但这是以原住民的消失

或者边缘化为代价的。而且，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他们的研究对地缘政治格局因素也缺乏控

制（Góes和Bekkers，202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殖民者面对原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

浪潮，有意或无意地在原殖民地制造分裂，分而治之，使得这些国家长期陷入国内冲突或地区

冲突，这种地缘政治格局极大地制约了殖民地国家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其次，他们对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隐含这样的假设，即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进

而到经济结果存在着单向层级结构。这个隐含假设对于简化复杂的现实情况从而进行理论建

模有其必要性。但是，制度变迁是在经济、政治和观念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演化的，不

同的制度之间也可能存在着耦合结构（许小年，2017）。
最后，尽管他们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在保持地理、文化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的制度影响繁荣

的因果性证据，但是它并不能否定地理和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也有许多文

献是在保持制度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提供了地理和文化等因素影响发展的证据，这些文献证

实了地理（Fujita和Krugman，2004；陆铭，2016）和文化观念因素（Guiso等，2006；陆铭，2024）在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制度决定论与地理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争议仍未终结，社会

各界特别是政策制定者必须避免以单一的因素解释复杂经济系统的所有现象的误区。 

二、  诺奖得主学术经历及主要论著作

本届获奖的理论贡献是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通力合作的结晶。他们在学术研究过

程中的密切合作，是现代经济学研究分工与合作的典范。除了合作研究之外， 在其他各自擅长

的领域，他们也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本节简要介绍三位得主的学术研究经历与主要论著①。

（一）学术经历

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目前担任麻省理

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艺术与科学院、土耳其科学院院士。阿西莫格鲁1989年在

约克大学攻读经济学学士学位，并获得亚当•斯密纪念奖和系主任特别奖；1990年获霍布森奖

学金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92年以《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论文集：契约与经济绩

效》为题完成博士学业，获得罗伯特•麦肯齐奖。之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经济学讲师一年，

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至今，2000年获得经济学教授终身教职。

阿西莫格鲁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理论、收入和工资不平等、人力资本和培

训、劳动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领域。他早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劳动经济学，之后转向发展经济

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他又转回劳动经济学领域，主要探讨人

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②。阿西莫格鲁荣获了众多重量级的奖项。2005年获得了约翰•贝

茨•克拉克奖章，此外还包括芝加哥大学首届T.W.舒尔茨奖和首届舍温-罗森劳动经济学杰出

贡献奖（2004）、约翰•冯•诺伊曼奖（2007）、BBVA知识前沿奖（2016）、让-雅克•拉丰奖（2018）
等等，并被乌得勒支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还担任过Econometrica等顶级经

 ①这部分的资料主要来自三位获奖者个人主页，三位获奖者都有着丰富的学术经历和趣闻轶事，论文和著作等身，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进
行介绍。

 ②想了解阿西莫格鲁对人工智能研究的贡献，可以参考Autor2022年的文献综述《技术变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肆无忌惮的热情到有
条件的乐观再到巨大的不确定性》，http://www.nber.org/papers/w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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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期刊的主编。

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1963年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

学院罗纳德•A•库尔茨创业学教授，全球经济与管理小组的负责人、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系统

性风险委员会联席主席。1984年从牛津大学获经济学和政治学一等荣誉学士，1986年获曼彻斯

特大学经济学杰出硕士，198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经济学博士。约翰逊先后任职于哈佛大

学、杜克大学，1997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2002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职。

约翰逊的研究专长是行为和政策科学，涉及经济发展、公司财务、政治经济学和公共卫生

等领域。他早期的研究兴趣是制度和经济增长，后来逐渐转向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等问题。约

翰逊的社会活动广泛，曾担任华盛顿特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国会预算办公

室经济顾问小组成员、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系统解决咨询委员会成员。2007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任。从2014年7月到2017年初，约翰逊是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

公室（OFR）金融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并担任全球脆弱性工作组主席。2021年起，兼任房利

美董事会成员，协助监督房利美在美国住房市场的金融政策和风险管理。2013年，约翰逊因对

全球金融政策和危机应对实践做出的巨大贡献，被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ICBA）评为“街
头英雄”。

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1960年出生于英国，现任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

学院政治学教授、皮尔逊全球冲突问题与解决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成员等。罗宾逊1982年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
获得华威大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罗宾逊曾任教于墨尔本大学、南加州

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2015年至今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

罗宾逊的研究兴趣是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发展，以及政治权

力与制度和繁荣之间的关系领域。罗宾逊是著名的非洲与拉丁美洲问题专家，为了探究历史和

当今经济和政治分歧的根源，他特别重视历史和实地调研相结合，常年周游于非洲和拉美的许

多国家，并在这些国家的大学展开教学科研、实地考察并收集数据。他任尼日利亚大学恩苏卡

分校非洲研究所的研究员、波哥大安第斯大学暑期学校讲授。罗宾逊以第一视角观察其研究对

象国的具体制度状况，综合采用了经济学的数学和定量方法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使用的案例

研究、定性和实地考察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获得威廉•

H.赖克政治学奖（2017）等奖项，并被多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二）主要论著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撰写了大量的论文、研究报告和著作，堪称高产经济学家，特

别是阿西莫格鲁，至今已发表了170多篇论文并出版了6本著作和教材。他们三人还通力合作出

版了多部著作。例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了《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国家为什么失

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和《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其中《国家为什么失

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已成为经典之作。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还将其对制度的研究延

伸到技术进步领域，合著了《权力与进步：我们在技术和繁荣方面的千年斗争》，探讨重大技术

变革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和应用。

此外，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独自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了许多著作。阿西莫格鲁出版《现代

经济增长导论》《经济学原理》等教科书。约翰逊与他人合作探讨金融危机和相关政策，出版

《跳跃式启动美国：突破性科学如何重振经济增长和美国梦》《13位银行家：华尔街接管和下一

次金融崩溃》《白宫燃烧：开国元勋、我们的国债和为什么它对你很重要》等著作。罗宾逊与他

人合作编辑了《历史视角下的非洲发展》《20世纪的哥伦比亚经济：定量分析》等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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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度影响繁荣的因果评估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发展，制度和产权对各国经济发展差异

的影响受到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拥有更好的制度、更安全的产权和更少

的扭曲性政策将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将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从而实现

更高的收入（诺斯和托马斯，2017等）。虽然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没有多大争议，但是在实证上估

计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尚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持。要做到这一点面临诸多挑战。挑战之一是

如何保持其他影响因素不变，即必须保持地理和文化等其他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不变，才能将

经济绩效的差异归因于制度。另一个更大挑战是制度的内生性难题，制度是经济当事人为取得

某些经济成果而选择的结果，因而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事实上，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何保持其他影响因素不变与解决内生性都是实

证研究的难题。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可以通过随机化将实验对象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来保

证实验组除了接受处理不同之外，其他影响因素与对照组保持不变，同时排除内生性的影响，

由此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归因于处理效应。近年来，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实证研究最重

要的发展之一是所谓的实证经济学的可信性革命，这场革命借助社会、经济或历史的自然实

验，模拟自然科学中的随机控制实验对样本进行随机分组，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保持其他条

件不变下，同时排除内生性的影响，从而推断因果关系（李宝良和郭其友，2021）。
接下来阐述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是如何通过选择某些场景排除了地理和文化等

因素的影响，并借助了殖民地历史的自然实验巧妙地选择工具变量排除内生性的影响，从而实

证评估制度对繁荣影响的贡献。

（一）殖民地的历史自然实验

面对地理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质疑，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选择了一些具有基本相同的

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地区进行比较。诺加利斯区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情况（阿西莫格

鲁和罗宾逊，2015）。诺加利斯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界，被一道围墙分成两半，北部归属美国亚

利桑那州，南部归属墨西哥索诺拉州。这两个诺加利斯市在地理、气候和文化上具有高度相似

性，但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距甚远，墨西哥诺加利斯市的家庭年平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三分

之一，居民普遍生活贫困，经济机会相对匮乏。

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差异无法解释两个诺加利斯市的经济发展差异。但诸如此类的

案例也不是制度影响繁荣的有力证据，因为这些精选的案例并未解决制度内生性的问题，也没

有排除其他维度上可能还存在差异。要解决制度的内生性问题，需要找到一个类似自然科学随

机控制实验的情况，将研究对象进行分组。他们选择欧洲的殖民扩张史这样的自然实验。

欧洲殖民者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殖民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殖民策略并建立了不同的制

度。在殖民地适合生存的地方，殖民者大量进入并定居，并建立了符合殖民者利益的包容性制

度；当环境不适合殖民者定居时，殖民者则维持或者建立尽可能掠夺当地资源的攫取性制度。

而殖民者最初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根据殖民地的条件具有随机性。因此，欧洲殖民者进入时殖

民地的条件提供了准实验的变化，可以破解内生性的难题。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利用

殖民地历史的自然实验对制度影响繁荣进行了两项经典的研究。

（二）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

2001年，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在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的实证研究中，采用殖民

地疾病环境的准实验变化来解决制度的内生性问题（Acemoglu等，2001）。具体来说，疾病环境

是影响殖民者定居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南美洲的热带地区，殖民者因为疟疾和黄热病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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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亡率很高，欧洲殖民者难以大量定居，于是就有强烈的动机采取掠夺资源的殖民策略，并

建立攫取性制度；而在北美洲的温带地区，疟疾和黄热病等并不常发生，死亡率也较低，吸引了

更多的殖民者进入和定居，这些殖民定居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则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他们

认为，殖民时期的疾病环境影响了殖民者对定居点的选择，导致殖民者在不同的殖民地建立了

不同的制度，这些制度在殖民地独立之后延续下来，影响了当今的制度，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由

此，他们形成了这样的因果逻辑链条：

（潜在）定居者死亡率 → 定居点 → 早期制度 → 当前制度 → 当前经济绩效

基于上述的因果链条，他们巧妙地选择了殖民定居者死亡率作为解决制度内生性难题的

工具变量。换句话说，不同的殖民地因其疾病环境的差异被随机分为两组，殖民者在不同殖民

地采取不同的殖民策略具有随机性，这解决了制度内生性的问题。他们基于历史资料构建了

17世纪至19世纪期间驻扎在殖民地的士兵、主教和水手的死亡率数据；采用1975年和1995年的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1988年的人均工人产出衡量当代经济绩效；用政治风险服务机构提供的

征收风险保护指数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衡量了各个国家及其政策在包容性和攫取性方面的

制度差异。他们首先绘制了75个国家的当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数与每千名定居者死亡率对

数的分布图，显示了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负面关系，表明定居者死亡率更高的殖民地如

今相对要穷得多。

为了证实定居者死亡率通过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制度产生的影响，他们使用定居者死亡率

作为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对当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当前制度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
回归分析。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定居者死亡率与当前制度有显著的关系，定居者死亡率

解释了超过25%的当前制度变化。他们还通过各种资料记录详细论证了这种关系是通过他们

假设的因果链条发挥作用的，因此定居者死亡率是定居点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例如，最初打

算送往非洲冈比亚地区的英国罪犯，因死亡率太高而被送往北美洲。定居点选择是早期制度的

主要决定因素。例如，在定居较多的北美洲等地，欧洲殖民者模仿宗主国的制度建立了包容性

制度，而在定居者少的拉丁美洲，殖民者则实行了攫取性制度。他们通过制度路径依赖特征解

释了不同制度为何能延续。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与预期的一致，制度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影响的系数更大。

以上分析的可靠性依赖于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关键假设。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排

他性假设。以殖民定居者死亡率这个工具变量为例，它意味着给定回归中包含的控制变量，

100多年前欧洲定居者的死亡率除了通过制度发展产生的影响之外，对今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没有影响。对工具变量排他性的论证是他们论文的关键部分。他们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定居

者的死亡率可能与当前的疾病环境有关，这可能会对经济表现产生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工变量估计可能将疾病对收入的影响归因于制度，导致无法准确评估制度对经济表现

的影响。他们认为可以排除这种情况，因为殖民地的欧洲人死亡绝大多数是由疟疾和黄热病引

起的。尽管这些疾病对没有免疫力的欧洲人来说是致命的，但对已经发展出各种免疫力的土著

成年人的影响有限。因此，这些疾病不太可能是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今天非常贫穷的原因。

他们历史资料为其论证提供支持。例如，在孟加拉国和马德拉斯为英国服役的当地部队的

年死亡率分别为11‰和13‰，略低于在英国本土服役的当地部队年15‰的死亡率。相比之下，

因缺乏免疫力，在这些殖民地服役的英国军队死亡率要高得多，在孟加拉国和马德拉斯，英国

军队的死亡率在70‰到170‰之间。土著成年人的疾病负担在非洲或印度等地并不罕见，欧洲

人抵达之前这些地方相对较高的人口密度的支持这一观点。

此外，他们还从异常值（outliers）样本和遗漏变量两个方面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详尽的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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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验。首先，他们排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等新欧洲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等异常

值，发现制度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影响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而且一旦制度对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的影响得到控制，与赤道的距离以及是否非洲国家的虚拟距离都不显著，表明非洲之所以比

其他地区更穷，不是因为纯粹的地理或文化因素，而是因为制度更差。

其次，如果与定居者死亡率估计相关的其他遗漏因素会影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他性假

设的有效性就不再成立。他们采用两种策略来证实他们的结果不是由遗漏的因素驱动的。一个

策略是通过控制可能与定居者死亡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关的一些变量如主要殖民者身

份、法律渊源、气候、宗教、地理、自然资源、土壤质量和种族语言分裂程度等，检验制度对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当然，也不可能控制所有可能与定居者死亡率和经济

结果相关的变量。为此，他们使用了另外一个策略——过度识别检验来处理遗漏变量的影响。

他们使用欧洲移民到殖民地和早期制度的指标作为额外的工具变量，然后使用过度识别检验

来检测定居者死亡率是否对当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直接影响。

稳健性检验与他们研究预期的一致，没有证据支持定居者死亡率对经济结果有直接影响，

由此他们认为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假设。他们的实证研究给出了制度影响繁荣的因

果评估，表明包容性制度是影响当今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同时表明殖民者实施的制度类型是

推动当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殖民定居者死亡率之间关系的关键机制。

（三）现代世界财富逆转分析

除了殖民地的疾病环境，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欧洲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策略选择，其中殖民

地人口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殖民地的人口规模大小影响殖民策略的选择。一是如果殖民地

人口规模比较大，则殖民者进入时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冲突，这也会导致殖民定居者更高的死亡

率，这样殖民者进入定居的会较少；二是殖民地的人口规模比较大，意味着殖民地的经济相对

繁荣，也意味着有可供殖民者攫取的丰富资源。这两个方式都意味着如果殖民地人口规模较

大，殖民者更可能维持或者建立攫取性的制度，来剥削殖民地的土著人口，掠夺当地的资源。

以上的推理结合殖民地起源的因果链条，使得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给出一个现代

世界财富格局逆转的惊人推测：即欧洲殖民者进入之前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地区，殖民者建

立攫取性经济制度符合其自身的利益，这导致先前繁荣的地区相对衰败下降；殖民者进入之前

人口密度低、相对贫困的地区，缺乏可供掠夺的资源但是殖民者容易定居下来，建立包容性的

制度符合殖民者的利益，包容性制度最终导致了先前相对贫困的地区繁荣起来（阿西莫格鲁

等，2007）。
在实证分析中，他们使用公元1500年左右欧洲殖民者进入时不同区域的城市化率、人口密

度作为当地经济繁荣的指标，并探讨这两个繁荣指标对这些国家20世纪末人均GDP的影响，实

证结果与财富格局逆转的推测一致，数据还表明，逆转程度之大令人惊讶。例如，他们的回归结

果表明，公元1500年左右城市化率增加5个百分点，它使得20世纪末人均GDP减少32.3%，而对

数人口密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则使得人均GDP下降44%。类似使用殖民定居者死亡率的研

究，他们控制了诸如宗教、气温、是否内陆国家、殖民者身份等影响经济繁荣的因素，将“新欧

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排除在回归之外，发现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他们还提供了证据，表明财富格局逆转与欧洲殖民者的殖民策略存在因果关系。首先，在

殖民者进入之前的500年里，并没有发生财富格局逆转的情况。即公元1000年左右相对繁荣的

地区，在公元1500年仍然保持相对繁荣；而殖民者进入之后的500年里，财富格局逆转并不是世

界的普遍模式，财富格局逆转主要发生在殖民地国家，非殖民地国家并未发生财富格局逆转现

象。其次，他们使用前述研究中1985—1995年对征用风险的平均保护指数衡量的制度质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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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现公元1500年左右城市化率更高和人口密度大的富裕殖民地国家制度质量更差，这表明

殖民者实施的制度类型是导致财富逆转的关键机制。最后，他们研究了财富格局逆转的时机，

发现财富格局逆转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相吻合，这与他们

的预期一致：经济制度随着新技术和机会的出现将变得更重要。

（四）后续研究与简要评论

事实上，在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之前，也有不少研究者关注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发

展。例如兰德斯则认为，相对于其他殖民地，英国殖民地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们从英国继承了

良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兰德斯，2010）。诸如此类的研究从殖民者身份出发，难以区分殖

民地的制度能否实施随机化处理，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强调殖民地的条件则提供了准

实验设计所需的外生变化。此外，也有两篇论文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来处理制度的内生性，一个

使用民族语言碎片化作为腐败的工具变量（Mauro，1995），另一个将与赤道的距离作为社会制

度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Hall和Jones，1999）。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指出，难以论证这些

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假设，特别是这些变量可能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是

无效的工具变量，无法评估制度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他们认为，他们所选取定居者死

亡率工具变量优点在于，根据他们已经控制的变量，100多年前的定居者死亡率除了对制度产

生影响外，对今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其他影响。

在他们的引领下，许多研究者深度挖掘殖民地历史资料对实证研究进行准实验设计，涌现

了许多经典的实证研究，例如非洲奴隶贸易（Nunn，2008）以及Mita制度（Dell，2011）长期影响

的实证研究，都表明过去的历史和制度对当今各国的发展有着长期的影响。这些研究提高了人

们对经济繁荣的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的理论，也极大地推动了实证经济学可信性革命和计量

史学研究的进展。

但是，他们的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也受到质疑。例如，Glaeser等人指出，移民不仅带来了

制度，随着殖民定居者一起到来的，还有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这是文化因素）以及人力资本等

影响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Glaeser等，2004）。针对Glaeser等人的质疑，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反

驳认为，欧洲殖民者在定居的国家也建立了支持大部分人口教育的制度（Acemoglu等，2014）。
然而，无论如何论证，都很难分离制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有学者对他们

使用的数据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数据非常粗略（Albouy，2012）。对此，阿西

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排除了有争议的非洲国家以及控制定居者死亡率上限来减少死亡率

高估的影响，发现他们的基本结论依然稳健（Acemoglu等，2012）。另外，他们对当今世界的地

缘政治格局也缺乏控制。地缘政治格局对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Góes和Bekkers，2022）。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浪潮，殖民者转而有意或者无意制造他

们的分裂，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使得殖民地国家在独立之后，纷纷陷入国内分裂或者

地区冲突的复杂地缘政治格局之中，极大阻碍了经济发展繁荣。此外，殖民地发展史的研究也

揭示了殖民地的悲惨历史，所谓财富格局逆转客观上是以原住民的消失或者边缘化作为代价，

富裕的是那些定居下来的殖民者。 

四、  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两个经典实证研究，从不同侧面对制度影响繁荣的因果链

条做了逻辑一致的缜密论证，通过准实验设计实证研究提供了包容性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的可信证据。他们的研究引发了人们对制度变迁的思考：如果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那么

贫穷国家为什么不主动进行改革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从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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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精英权势集团入手探讨了这一问题。正如他们的实证研究所揭示的，历史在塑造当今世界许

多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固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经济和政治制度也是精英权势集

团深思熟虑选择的结果。精英权势集团选择了能够最大化其自身利益的策略和政治制度，并建

立了相应的经济制度，最终影响了经济结果，因而一国的贫富最终由其政治制度决定。

为了解释为什么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却不能实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承袭了公

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将精英权势集团作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当事人，构建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

集团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框架，对精英权势集团所面临的策略选择是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问

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动态分析，从而对国家兴衰和纷繁复杂的制度变迁现象做出了理论阐释

（Acemoglu等，2005；Acemoglu和Robinson，2008等），同时也为制度改革策略与时机选择提供

了分析框架（Acemoglu和Robinson，2001）。
（一）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分析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之前，有许多学者对制度变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关的理论

非常丰富。然而，这些制度变迁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些制度变迁研究主要探讨

的是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问题，将制度变迁视为经济当事人对相对价格变化或者响应获利机

会①的反应（诺思②，2012；林毅夫，1995）。第二，这些制度变迁研究大多延续了亚当•斯密对制

度变迁的看法。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以农地使用制度安排为例，阐述制度总是从无效率向

有效率的方向演进③。科斯定理可以说是斯密这一思想的现代表述。按科斯定理，如果权利被

清楚地界定且没有交易成本，那么经济当事人将通过订立契约来达成有效率的结果。然而，在

现实世界中，许多制度变迁的结果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是阻碍了经济繁荣。即使社会

各方能够从制度变迁中受益，但是一些无效率的制度也会长期存在（Acemoglu，2006；
Acemoglu和Robinson，2006），某些对社会有益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甚至会被阻止

（Acemoglu和Robinson，2000b；Acemoglu等，2005）。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制度变迁的研究扩展到政治领域，侧重探讨政治制度的变迁，从政

治的角度解释了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为何不能实现的问题。阿西莫格鲁综合了经济与政治

领域的相关研究，将各种现有制度变迁理论归纳为三种类型：政治科斯定理、信念差异理论和

社会冲突理论。政治科斯定理是科斯定理在政治制度变迁中的延伸。按照科斯定理，无论精英

权势集团还是大众掌握权力，只要权力被清楚地界定且没有交易成本，社会总会根据经济环境

选择有效率的制度。信念差异理论是一种改进版的政治科斯定理，这个理论认为参与者无法对

什么是有效率的制度达成一致，使得不同的社会选择不同的制度，但是经济发展的差异会阻止

选择有害制度。社会冲突理论则认为，精英权势集团关注的是最大化其自身利益，而非社会福

利最大化，社会内部冲突导致了无效率制度被选择。

阿西莫格鲁认为，在这三种分类中，政治科斯定理提供了一个分析基准，但是即使是改进

版的政治科斯定理都不是分析制度变迁的恰当框架，因为它们都无法解释无效率制度长期存

在的现实。而社会冲突理论在解释制度变迁时也面临挑战。按照科斯定理，在权利清楚界定的

情况下，如果存在无效率的情况，新制度经济学就在交易成本上面寻找答案。社会冲突理论要

解释制度变迁，必须确定社会冲突导致了哪些交易成本，致使政治科斯定理及其改进版都无法

成立（阿西莫格鲁，2016）。阿西莫格鲁认为问题出在科斯定理的基础。科斯定理的基础是交易

双方具备签订可实施契约的能力。但是现实中无法满足这一条件。因为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之

 ①林毅夫教授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
自发性变迁，而强制性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

 ②North的中文译名以诺斯为主，但是也有翻译为诺思，这里并非错字。
 ③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中信出版社，2014）第四卷《制度选择》第一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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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制度变迁的承诺进行签订契约具有与生俱来的实施困难。正是这一实施的难题，导致了制

度变迁的科斯定理无法成立。也就是说，大众无法保证在实现了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变迁之后，

精英权势集团不会利用其权势以对其有利的方式行事；而精英权势集团一旦放弃其权势，就缺

乏保障其从制度变迁帕累托改进中分享收益的能力。正是这种承诺的双重不可置信性阻碍了

制度朝有效率的方向演进。

基于以上的分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构建了一个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之间制度变迁的

动态博弈分析框架（Acemoglu和Robinson，2001），该框架综合了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

论，把制度变迁作为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集团这两个社会力量在面对社会冲突时的动态博弈

的结果。该框架建立在两个模块的基础上：一个模块是存在着权势集团最大化其自身利益与制

度变迁帕累托改进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模块是存在着一个内在的承诺问题，使得双方通过转移

支付补偿制度变迁过程中利益损失的承诺缺乏可信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分析了博弈双方

的策略选择，而策略的选择决定了制度的变迁。博弈双方都旨在最大化其自身的利益，双方的

利益由支付函数给出，而支付函数依赖于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为了简化动态博弈，他们考虑

了博弈双方通过对彼此过去行动的观察形成的子博弈完美均衡的情况，精英权势集团和大众

的策略选择都是对彼此的最优反应函数。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使用逆向归纳法对动态博弈进行求解，推导了不同情况下该动态博

弈模型的解：博弈双方未就制度变迁达成合作的不合作解，并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精英集团

完全承诺和大众完全承诺的政治科斯定理解，以及有限承诺的社会冲突解。与预期的情况一

致，不合作解的均衡缺乏效率，它存在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如果博弈一方能够做出完

全承诺，签订可实施的契约，那么制度变迁的科斯定理成立；但是，有限承诺由于存在可置信性

问题，使得博弈双方都不相信彼此的承诺，而承诺的缺失使得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变迁无法实

现，博弈又回到不合作的情况，原有的无效率制度得以维持。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的动态博弈分析框架，是将制度变迁整合到一个内在逻辑一致

的模型中，将制度变迁视为理性参与者战略选择的结果，为制度变迁、经济政策以及内生制度

理论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复杂、更精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对理解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是

有裨益的。后续的许多研究文献，是在他们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的扩展，如探讨无限期动态重复

博弈中的承诺问题（Powell，2024）以及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双向互动分析（Persson和
Tabellini，2009）等等；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最近的一个研究是扩展基础模型，以便探讨政府执

行规则有效性和国家能力建设的问题（Acemoglu和Robinson，2023）。
（二）制度变迁现象的阐释

与他们的殖民地实证研究中殖民者有时会在建立攫取性制度从殖民地掠夺资源一脉相

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制度有时会被精英权势集团选择

用于从社会中攫取资源。他们进一步拓展了该动态博弈分析框架，深入挖掘该分析框架的含

义，对制度变迁中无效率制度为何长期存在、对社会有益的技术进步为何被采纳，以及西方社

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等纷繁复杂的现象做出了政治经济学解释。

对无效率制度为何会长期存在的问题，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给出了两种解释。早期的解释

延续其殖民地研究的精神，正如殖民者建立阻碍殖民地发展的攫取性制度是从殖民地攫取资

源一样，如果殖民者拥有强大的力量维持攫取性的制度，或者被殖民者缺乏组织难以反抗，或

者殖民者能够通过调整临时政策来维持攫取性制度，那么无效率的制度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持续存在（Acemoglu和Robinson，2001）。然而，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许多无效率

制度。面对这些现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进一步区分了法律上的政治权力和事实上的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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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无效率的经济制度为何能够持续存在提供了另一种解释（Acemoglu和Robinson，2008）。
法律上的政治权力源于社会内部的正式制度，但无论正式制度如何，总有一些人群可以施加重

大的事实上的政治影响力。社会中的群体会通过投资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权力，而事实上的政治

权力会部分抵消法律上的权力变化。因此，尽管正式制度发生了变迁，但无效率的制度却可能

持续存在。以美国南部的历史为例，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并扩大了选举权，但是直到20世纪

中叶，美国南部仍然保持了大型种植园为主要特征的农业体系，劳动压迫和低工资问题并没有

消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美国南部这种无效率的制度的持续存在现象，是政治制度的

变化被事实上的政治权力的行使所抵消的结果，即奴隶制被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政治剥夺

以及恐吓和暴力行为等安排所取代。

关于对社会有益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变迁为何不被采纳的问题，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

出了所谓的政治替代效应予以解释（Acemoglu和Robinson，2006）。简而言之，如果技术进步可

能削弱精英权势集团拥有的优势和地位，那么这种被取代的潜在风险就会使精英权势集团阻

止有益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他们以19世纪的工业化为例阐释了他们的分析。尽管在

1830—1913年期间全球制造业产出增加了5倍，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产出增幅却存在

显著差异。例如，英国和美国迅速接受新技术并实现工业化，而俄罗斯和奥匈帝国则明显落后。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后者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精英权势集团担心工业化可能会破坏现

有秩序的稳定性，并潜在地威胁他们未来从社会攫取资源的优势地位。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也对西方社会的变化做了一些分析。他们观察到，许多西方国家在

20世纪初扩大了投票权，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改革之后引入了前所未有的福利计划（Acemoglu
和Robinson，2000a）。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们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将这些改革看作是精

英权势集团为了防止社会冲突最终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害而做出的战略决策。在模型中，精

英权势集团应对社会冲突有两种方式：一是扩大选举权，并改变原有的制度；二是保持原有的

制度，通过再分配计划消除社会冲突。不同国家解决社会冲突的承诺的可置信性决定了哪种应

对冲突的方式会被选择。例如，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就在没有扩大选举权的情况下建立了福利

国家，这是因为德国的穷人组织力量强大，能够保证未来再分配承诺的可置信性；而北欧国家

之所以扩大投票权，而不是在现有制度下进行再分配，也正是因为承诺的可置信问题，当前的

转移支付无法保证未来的转移支付，而扩大投票权会改变未来的均衡选择，使得持续再分配的

承诺具有可置信。各国解决承诺可置信的社会条件差异解释了制度改革和福利计划引入顺序

的差异。

（三）简要评论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通过构建动态博弈理论模型，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政治经济学

分析，把社会冲突和承诺放在分析的中心，突出了承诺在解决社会冲突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对

国家的兴衰以及纷繁复杂的制度变迁现象做出了阐释，同时将社会冲突与制度和社会力量结

合起来，为制度改革策略及其时机选择提供了分析框架。他们对制度变迁的阐释与诺斯的制度

变迁理论既有承袭关系，也有明显的差异。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包含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

意识形态理论等三块基石。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既是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人为经济衰退

的根源（诺思, 2012）。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一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影

响经济结果。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是对诺斯国家理论的承袭，但又是对

诺斯国家理论的发挥。在他们视野中，社会矛盾主要存在于精英权势集团和大众之间，两者的

博弈主导了国家权力的配置，从而影响制度变迁的进程。因此，相比起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

更为具体地考虑了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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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国家兴衰的阐释，与奥尔森的分析侧重点有所不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国家兴

衰分析的侧重点在于精英权势集团与大众之间的博弈，关键是建立包容性还是攫取性制度，如

果建立的是攫取性制度特别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即使短期能够取得经济增长，最终也会导致国

家衰落。奥尔森对国家兴衰的分析侧重于利益集团的消长， 认为社会的长期稳定会促成分利

集团的形成和繁衍，这些集团通过降低社会效率妨碍了技术进步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因而阻碍

了经济增长，最终导致国家衰落，而打破分利集团则有助于经济增长（奥尔森，2005）。当然，这

两种看法并不矛盾，甚至具有互补性。以英国为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关注的是大英帝国早

期的崛起，在他们眼中，英国是一个因建立包容性制度获得成功的典型；奥尔森关注的则是大

英帝国后期的衰弱：在他眼里，英国是一个因分利集团导致帝国衰落的典型（李增刚，2013）；因
而，综合这两种看法，可以对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弱给出互补和完整的解释。

英国崛起与衰弱的例子进一步说明，包容性制度并非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他们的动态博

弈模型基于潜在的假设，即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到经济结果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层级结构。事

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已揭示这一发展规律，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观念之间存在错综复杂

关系，它们是在相互影响中演化的，或者说它们可能存在耦合结构（许小年，2017）。过于强调某

一方面制度变迁的理论观点，反而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此外，尽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供

了一些案例支撑其制度变迁分析，尽管近年来有一些实证研究试图验证他们的理论分析，以期

弥补他们的研究缺乏实证证据支持的缺陷（例如，Acemoglu等，2019）。但是，要对他们的制度

变迁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还有诸多困难。总体而言，目前他们对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仍然

缺乏坚实的实证证据支持。 

五、  总结与启示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借助殖民地历史的自然实验对其实证研究进行准实验设计，

为制度如何影响繁荣的因果评估提供了实证证据；同时，精心构建了动态博弈理论对制度变迁

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国家兴衰和纷繁复杂的制度变迁现象提出了一种阐释。他们的研

究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制度效率和制度设计的微观研究一道，深化了人们对制度作用的认识，

也推动了计量史学、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研究的发展。

可以肯定，他们的学术贡献提供了理解国富国穷问题的新思维，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

展、实现全球减贫目标的政策措施具有一定的启示。2013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扛鼎之作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①一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5），归纳总结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

度的特征。他们认为包容性制度具有广泛的产权保护、法治、权力分散、开放市场、教育普及和

人力资本积累、透明度和问责制、参与式决策过程等特点，攫取性制度则具有资源集中、权力集

中、腐败、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特点。其中，产权保护、法治、开放市场、教育普及是发展中国家

面临的挑战。因此，他们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然，他们的研究并不是这一问题的终结。一是，他们的理论及方法还存在诸多局限性。他

们对殖民地发展比较的实证研究中，选取殖民定居者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虽然巧妙，但是该工

具变量是否满足排他性的假设依然存有疑问；他们的研究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因素也缺乏

控制。二是，他们对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中隐含地假设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影响

经济结果这样一个逻辑前提，虽然对理论建模而言有其必要性，但是这种简化对政治、经济与

观念等因素之间的耦合缺乏探讨。三是，他们的模型目前还缺乏充分的实证证据的支持。

此外还必须注意，从因果关系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他们的实证研究在保持地理和文化等其

 ①该书自2013年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41种语言，并荣获了2013年度最佳政治书籍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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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素相同不变的情况下，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有因果性的影响；但是，地理和文化等其他

因素相同情况下，制度对经济增长有因果性影响的证据，并不能说明地理和文化等其他因素对

经济增长就没有影响。事实上，他们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将尼日利亚的制度提高到智利的水

平，虽然可以使尼日利亚的收入增加7倍，但是智利的富裕程度实际上是尼日利亚的11倍多

（Acemoglu等，2001）。这表明，还有其他因素也对经济绩效产生了影响。新地理经济学的发展

表明，地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影响（Fujita和Krugman，2004）；有关社会观念和文化

对经济增长的文献也证实了文化、社会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Guiso等，2006；陆铭，2024）。
因此，他们的研究并非制度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研究争议的终结。在解释复

杂社会经济系统时，不能以单一的制度因素来解释全部现象。例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深化体制改革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制度因素在充分激发

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勇于拼搏与创造的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离不开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等社会文化观念因素以及构建对外开放格局、优化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等地理因素的

作用（陆铭，2016）。总之，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相关政策以及深化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综合考

虑各方面的因素，这样才能使政策和制度得到更好的协调，增进国家的可持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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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are awarded the 2024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for 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 They
pushed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determinism to a new stage through innovative empirical design and
theoretical modeling, and improved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together
with the micro research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n the one hand, they creatively conducte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o identify the causal link of how institutions affect prosperity from macro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using natural experiments in colonial history. Their empirical studi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dibility revolution of empirical economics in the field of
quantitative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by constructing a dynamic game model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y highlighted the crucial role of commitment in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y extend North’s theory of the State, providing an
explanation for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s different from Olson’s analysis based on interest groups, and
offering an interpretation of rich phenomena such a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recurrence, and even
stagnation. However, their contributions are not flawless. Firstly, there is still controversy over whether
the selection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ausality of institutions on prosperity
satisfies the assumption of exogeneity. European colonizers brought not only institutions but also human
capital to their coloni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s and human capital on
economic growth. Secondly,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potential assumption that there is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between institutions also needs to be discussed. Society is a complex system, and
there is a coupling structure between various institution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optimal results if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leading or lagging behind. Finally, their empirical research identified the causal
link of institutions on economic growth given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y and culture constan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other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y or culture have no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makers should avoid using a single factor to expla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ir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insights on inclusive system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China should deepe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build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promot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nationwide through more inclusive systems, and improv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ics;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clusiv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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